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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歷史文化分析的要素

Luís Fi lipe Bar r eto ＊

“…基本上，葡萄牙人是一個四海為家的民
族…‘葡萄牙人’這個詞的正規意義是歐洲
人…我認為古希臘和整個世界就是歐洲…”
　　 Fe r na ndo  Pe s s o a

Ⅰ

今天，錯誤和虛假絕對是源於缺乏客觀的認識。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關於澳門

葡人社會及文化的資料顯然是一大匱乏，且沒有確切的認識。

這些認識的空白，主要透過零碎及近乎於憑空的想像來填補。因此，澳門被視

為“賭博” 、“按摩”文化及“搖錢樹”…等的一個城市是不足為奇的。

然而，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澳門是葡萄牙人在世界上面對挑戰的最後一塊融

匯不同文化的寶地，是始於十五世紀初的全球文明運動的最後進程。同時，在國際

關係史上及東西方交流上，澳門亦是一個堪作典範的唯一實驗室。

這篇簡短文章希望能增進人們對澳門情況的認識，加深在歷史文化方面的瞭

解，俾能在近代葡萄牙社會及文化方面對澳門問題作出一個較有根據的見解，這見
解表明澳門就是其中一個答案，解答了葡萄牙不斷重覆提出的問題：“…為甚麼

我像一個國家般存在？在文明史和世界史中，我的存在是為了甚麼目的？…”
（Fe rna n do Pe s s o a）。

直至一九九九年，澳門仍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而隨後的五十年，澳門

將是一個具有四個多世紀國際性質的獨特社會文化面貌的中國自治地區。

＊ 里斯本大學助理教授
里斯本大學葡萄牙文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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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是在歐洲人出現的外來因素影響下所建立和發展的一個亞洲港口城市。確
切地說，澳門是在葡萄牙商人自治群體出現的影響下而建立和發展的亞洲港口城

市 。

此外，還有其他因歐洲人出現而建立和發展的亞洲港口城市，如科倫坡、望加
錫、新加坡、上海和香港等。然而，所有這些港口城市的自治存在都不超過個半或

兩個世紀。

澳門與其他在亞洲因歐人出現而建立或發展的港口城市之間最大的分別，就是

時間上的持久性。澳門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存在超過四個世紀的自治城市，而其

他港口城市均少於兩個世紀。

有多種理由可以解釋澳門這唯一的情況，解釋這個由於歐洲人出現而建立的亞

洲自治城市長久存在的原因。希望大家注意一些本人認為是基本的，且同時構成澳

門與其他因歐洲人開拓或出現而建立的亞洲港口城市之間在一般模式上的分別。

這些理由跟港口城市的源流、發展和地位有關。

一般而言，具歐洲模式或受歐洲人擴張影響的亞洲港口城市，均是或曾經是殖

民地。這些港口城市是因為東西方國家之間不平等的軍事和政治關係而建立或發展
起來的，是由一些不屬於亞洲的國家以武力強訂遊戲規則而建立的城市。這些港口

城市，在十八世紀開始，尤其是十九及二十世紀的部分時間，在亞洲顯示出歐洲殖

民者的技術、經濟和軍事力量。

澳門的開埠及其建立的過程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當時，歐洲人和亞洲人之間

的關係是截然不同的。那時，亞洲與歐洲間的技術、軍事及經濟力量方面的差別還

是十分小，與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部分時間，隨著決定性的歐洲工業文明逐漸侵

入亞洲的時期剛好相反。

十五世紀時，世界的技術、軍事及經濟的強大力量屬於伊斯蘭文明和中國文

明。十六及十七世紀則是歐洲向世界作出挑戰的時期。當時，文明力量之間的比

拼，尤其是在東西方關係上，仍是相對平等和接近。

當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到達中國和日本兩國南部沿岸時，他們佔有一些軍事技

術的優勢，但這些優勢並不足以強訂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遊戲規則。

葡萄牙人是當時歐洲的先軀，是航海軍事技術方面的先進，具有航海技術和世

界地理經濟知識的領先力量。但是，葡萄牙人與其他歐洲人或亞洲人間的技術差別

是極小的，並不足以使葡人在未來的軍事技術及政治、經濟的資訊策略上取得優

勢。之所以不可能這樣，是因為當時的機器主要是用木製成的，而能量則是風力、

人力及動物勞動的力量。

葡萄牙人、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在技術方面沒有差別，只是在相同文明階段
的技術範疇和政治軍事及經濟組織範疇方面，有發展先後的差別但水平接近，所以

葡萄牙人並沒有強訂遊戲規則的條件。

當時，歐洲西端和亞洲遠東在這些實際力量發展因素方面的差異是極小的。

歐洲人在此等情況的數十年問，只得葡萄牙人擁有技術文明的優勢，成為一股

動力，能夠首先從海路將東方與西方經常地和持續地連繫起來。但這優勢是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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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別而不是發展階段上的分別，例如，十五世紀前半部分，當葡萄牙三桅帆船在

非洲西岸航行時，中國帆船則在同一大陸的東岸航行，這事實足以為證。

其時，雙方應用的技術相同均以木料和人力為主，彼此具不同的發展程度，人
口就成了決定性的因素。

十六世紀時，葡萄牙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口。在十七世紀時，約有二百萬。移民

到非洲、亞洲和美洲的葡萄牙人，十六世紀約三十萬人，而十七世紀時，約有六十
萬人。

十六世紀時，中國約有一億人口，而日本約有一千六百萬，在十七世紀時，中
國和日本分別約擁有一億五千萬和一千八百萬。

中國和日本在人口和空間方面的優勢，遠遠超過葡萄牙人因微小技術差異而在
某些方面所取得的優勢。

就那時期的軍事形勢，倘透過任何歐洲的外來政治軍事力量強加於亞太地區之

上，澳門是不可能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因為當時的政治軍事力量明顯地是亞洲人佔

優勢的，剛好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部分時間的情況相反。

Ⅱ

在整個十六和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和繼其之後到中國海域的其他歐洲人（西班
牙人、英國人和荷蘭人），都沒有條件強制中國文明，使其成為任何附庸，任何殖

民地。

儘管如此，歐洲人仍作出了戰戰競競的試驗，或者作出征服的計劃，企圖冒政

治軍事的風險以使其淪為一個殖民地。但是，那些嘗試的失敗或征服計劃的放棄都

顯示出一個不平衡的力量狀況，顯示出掌握亞太地區霸權的中國文明佔優勢的狀

況 。

假若十六和十七世紀時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國人和荷蘭人都不具有政治

軍事、技術及經濟力量使中國淪為殖民地，那麼，又如何會在珠江三角洲河口處出

現一個，並且是唯一一個葡萄牙模式的國際港口城市呢？

澳門的建立不是由殖民主義、政治軍事壓迫的結果，而是透過中葡相互間的貿

易利益，使澳門成為一個自治的自由港，但仍依附著中葡雙方的中央權力。澳門是
一個將中國南部連繫日本南部和印度航線（印度洋——大西洋）的私人的、地下的

和官方的龐大海上貿易利益網絡的交匯點。

澳門的出現不是因為葡萄牙人的強迫，亦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戰敗或割讓的結

果，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澳門以一個處理國際貿易的服務市場出現，是亞洲太平

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間的地方、區域和國際多重利益的一個實際交匯點。

這相互利益、風險和盈利的網絡是透過中葡雙方於十六世紀前半部分期間互相

瞭解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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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不是透過中國和葡萄牙中央權力間的國際政治條約而建立。儘管澳門的存

在無論對里斯本抑或北京，以至其他，尤其是中國南岸和亞洲太平洋沿岸的地方和

私人的細小力量都有利，不會與他們產生敵對，然而，澳門並不是因為里斯本和北
京王權間的官方協議而建立的。

澳門的建立主要是結合了私人和地方各種不同的積極開創精神。葡萄牙人貿易

群體具有與中國南部和日本南部的地方海上貿易群體相似的積極開創精神。澳門的
存在並不是偶然或週期性的建立，而是一個永久事實，是葡萄牙人、中國人和日本

人的一個三邊需要。將三邊需要開放給其他人參與，是因為對所有在澳門參與貿易

的人士而言，澳門是一個利潤高但風險亦不小的貿易網絡中心。

由於澳門的存在是有實際的需要，並因為其懂得開發這需要，所以，澳門的存

在是容許的，容許在國際上有一個以模稜兩可——半地下、半官方——形式存在的
港口城市。

漸漸地，於十六世紀五十和八十年代間，由一個中國漁村變成中葡永久設置的
港口和具葡萄牙模式的國際城市。為了這些得以實現，必需定出和發展一個私人

的、地方的和半官方的多重利益網絡。務求將所有不同的實際情況匯聚成一個網

絡，並在澳門這細小的空間和自治港口城市的龐大網絡中將力量聯合起來。

於十六和十七世紀時，如何看待澳門主權地位的方式，足以證明這模稜兩可狀

況，或者，如欲積極去考慮，就是從社會及文化方面建立一個細小自治地方，為亞
洲太平洋及東西方的國際貿易和聯繫服務。

從十六和十七世紀時葡萄牙人的證據中，說明了澳門地位的靈活性和雙重性。

由於其重要性，值得引述本人認為具有足夠代表性的三份文獻。

　　大約在一五八二年，在那一本佚名的葡萄牙王權在印度所擁有的城市和堡壘的
書中確實指出：“…雖然是屬於中國帝王的土地，那裏並有他們的官員，
負 責 徵 收 當 地 的 稅 項 ， 然 而 ， 是 由 我 葡 萄 牙 王 國 的 法 例 和 規 例 來 管 治
的…”。

澳門在成為中國“聖名之城”的前四年，已具有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的特

徵，事實上，已部分地分享中國徵收稅項的權力。

尚記得在寫給葡萄牙新任國王菲力浦一世（Fi l i pe I）的書函中，提及過澳門
是由中葡分擔行政的中國領土。由於是官方中央權力的報告，內有向十六世紀葡萄

牙政府稟報的言詞，故此，書函傳遞了葡萄牙在世界開拓領土的一個真實及確切的
信息。

現在讓我們看看在澳門著述的兩份十七世紀的文件。其為地方權力於一六二一
年的言詞，文件記載：“…尤其是，中國的皇帝，是我們身處澳門這地方的

主人…”，以及一六三七年澳門市政廳的一份文件中闡述：“…在這裏我們不
是身處由我們征服的土地上，不像我們在印度的那些堡壘，那兒我們是主
人…但是在中國皇帝領土上我們没有一掌之地，此外，雖然這城市是屬於
我們的王，但所述的地方則屬於中國皇帝…”。

市政廳文件中的言詞，以一個充分客觀的方式，表示出澳門地位的特徵。澳門

與其他亞洲沿海城市不同，它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並不是葡萄牙人以政治軍事
“征服”的結果。於一六三六年，主要的市政機構——市政廳，它形容澳門猶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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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領土上的一個葡萄牙城市，猶如在“中國皇帝”土地上所建成的一個葡人自治

社會 。

只有藉著中葡的創建及分擔管治權，才會有澳門。於十六和十七世紀，分擔管

治權的實施，致使有交匯點的出現、克服或平息緊張和可能發生的衡突。

由於具有葡萄牙、拉丁、西方的源流和模式的國際港口城市的因素，故此，自

十六和十七世紀開始，澳門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自治區。

正是這四個多世紀澳門的源流和地位，使能考慮現在和直至二十一世紀中葉的
未來，有可能在匯集共同利益，風險和盈利的實際知識方面出現的新變化，透過化

解衝突策略去匯集這些共同利益、風險和盈利。

澳門是把不同事物融合起來的範例。將地球上西端的世界和遠東世界的文明差
異融合起來，將相遇於遠東的一個細小半島的歐洲文明的“流浪者”和中國極為

“安定”的文明之間的差異融合起來。他們相遇的進程由半島上開始，而這半島是
歐洲自東向西凝望世界的窗戶。在這進程中，葡萄牙人讓“… 世 人 認 識 本 身 的
世界…”（António Vie i r a ），這就是我們活在二十一世紀，日漸增加的全球文

明的溫床。

於一九九九年，這中國的領土將會由中國來管治，只有當澳門仍具有葡萄牙、

拉丁和歐洲模式的自由地區的氣息時，澳門才將會繼續“存在”。若因任何歷史上

的無能為力或不可能，而令這國際城市有所限制時，又假如放棄實施中葡現有的一
個分擔管治權狀況時，澳門便會回復十五世紀時的作用，即再次變回只是中國南岸

的一個漁村。

　　這個位於中國南岸由葡萄牙人管治且自治的海上贸易小城的建立，需要有一個
變化的策略：“…爲了和平，改了我們的名字爲佛郎機，這是從前對我們
葡萄牙和馬六甲來的葡萄牙人的稱謂…”（ Leone l  de  So us a / 1556）。需要
有模仿和結合其他東方文明的能力。“… 一個 眞正 的葡 萄牙 人永 不會 是葡 萄
牙 人 ， 眞 正 的 葡 萄 牙 人 永 遠 是 指 全 部 … ” （ Fe r n a n d o  Pe s s o a ） 。

澳門，是一個自治區亦是一個亞洲人自治群體的組合。所述的葡萄牙人就是指

印度葡人、馬拉葡人、中國葡人和日本葡人，他們一直以來是澳門基本的組成者：

“…市內的居民差不多全是葡萄牙人和其他混血基督徒，以及在本地出生

的居民…”（域市書籍…，約一五八二年）。

這些在亞洲出生、母親是東方人且受過部分東方文化培育的葡萄牙人，實際上
已超越了限制，更加接近中國的文明。同時，是一道能傳達西方和遠東間語言、思

想和感情的橋樑。是數個世紀以來，能令西方和遠東間每天溝通的橋樑。

由於這個亞洲葡人群體，是以一種四散分佈的方式，出現在每天的社會和文化

生活中，因此，其重要性和功能跟其他可以直接看到的因素比較，顯得隱蔽和不易
察覺。

雖然事實是隱蔽和不易察覺，但不是說它較為次要，正如以下兩個歷史文化範

例所顯示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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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化和世界範圍的傳播方面，澳門首次被一位印度葡人以地圖形式載於
一份地圖內（Fernã o Vaz Dourado——載於一五七○年一本有二十頁的地圖冊中
錫蘭至日本的亞洲地圖內），而大約在一六一五年，澳門的首幅城市平面圖，由一
位馬拉葡人Manuel de Erédia 繪成。

因此，由有澳門地圖開始，就標誌著在亞洲出生、母親為東方人且受東方文化
培育的葡萄牙繪圖師的出現。然而，甚麼人能談論關於地圖繪製學和地理學，相信
只有具海上貿易的知識，認識航海路線和市場、產品，以及認識那些獲准囤積產品
的人士和對中國、台灣、韓國和日本沿岸有準確了解的人士。

另外一個例子是與一般和實際的文化沒有關係，但與教士和宗教文化有關。

由十六世紀中葉開始直至一六六二年，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數量有所增
加，其中葡萄牙本土的葡國傳教士有一百三十六位，意大利傳教士有五十位，西班
牙傳教士有二十二位，法國傳教士有二十六位，澳門的葡萄牙傳教士有三十一位，

而亞洲的遠東傳教士有二十一位，差不多所有都是在澳門受培訓的。

這兩個簡短的例子，顯示出這個在中國南岸具葡萄牙模式的自治國際港口城市
亦是東方葡萄牙人的一個小群體。數個世紀以來，因為亞洲葡人群體是世界兩極間
接觸的橋樑，拉近了它們的距離，所以，澳門是首個而且在數個世紀期間唯一一個
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澳門是葡萄牙和中國的唯一創舉，澳門的存在“不單只是爲了他們，並且
是爲了所有其他國家”（Fernando Pessoa），目的是在其他所有人之前，先行
體驗並瞭解全球的狀況 。

澳門是國際關係上的一個歷史文化實驗室。由於其非暫時性，對外地位的雙重
性但不是殖民地，以及東西方差異的匯合和相交的體制，使澳門成為唯一具有葡萄
牙模式的亞洲自治城市。

澳門主要是地理大發現時期建立的結果。該時期“… 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開拓了廣闊的土地以利構成整體文明的可能性…”（Fernando Pessoa ）。
通過對不同事物的學習以構成及創造（全球）文明，澳門成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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